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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承包地退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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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上海郊区11个镇1255个样本的调查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和MLogit模型计量分析，考察了城镇

化进程中农民对农村承包地的退出意愿、补偿方式选择和不愿退出农村承包地的原因。结果表明：65.34%的样本农

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其中超过半数（53.78%）的农民愿意用农村承包地换取社会保障；不愿退出农村承包

地的农民中，近半数（47.82%）是因为补偿力度不够，只有6.67%的农民是因为想继续从事农业。而且承包地细碎

化、经营规模小和家庭收入高的农民更愿意退出农村承包地。但家庭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后，农民对退出补偿不再敏

感，反而不愿退出承包地。因此，应多措并举实施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承包地退出，促进宝贵的农村承包地向愿意

种地的农民手中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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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农民退出农村承包地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决定了城镇化必然伴随着进城农

民与农村土地的“人地分离”。另一方面，人均一亩二、户均不超十亩且地块分散的传统小农户经营方式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支持引

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农村土地承包权等权利。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角度出发，明确提

出“在有条件的地方稳妥推进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试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三十年”后，为深度兼业尤其是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提供农村承包地退出政策安排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承包地对一些农民而言仍有较强的“兜底”作用，是其基本生活保障和乡城迁移

失败的退路。然而，在经济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民有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家庭收入，他们对农村

土地的依赖程度较低，承包地退出意愿可能更强。因此，在农村承包地有偿退出的政策趋向下，以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郊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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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深入分析当地农民的农村承包地退出意愿及其方式选择，对重新认识城乡时代大变革背景下农民与农村土地关系，前瞻性

地制定农民乡城迁移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城镇化进程必然要求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承包地。农村承包地退出是近年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前沿

领域。政策层面，目前已有重庆梁平、贵州湄潭等11个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工作。理论

层面，有不少学者对农村承包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献回顾发现，现有关于农村承包地退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论证实施农村承包地退出改革的必要性。近年来，学界对农民（尤其是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的必

要性研究日益全面和深化。一些学者强调，为进城落户农民提供农村承包地有偿退出通道，是农民市民化、农地管理和农业规

模化经营的需要［1］。 

除促进农民市民化外，刘同山、孔祥智指出，实施承包地退出，有助于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并能够避

免产生新时期的“不在地主”和防止陷入“土地流转困境”，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2］。农村承包地退出机制缺失，不仅会

造成农业转型发展困难和城镇化“不稳定、不完全”，还会产生新的乡村不公平，给基层治理带来挑战［3］。而且如果“欲退地

而不得”，将会导致农民懒散粗放经营，造成粮食产量损失［4］。 

二是研究农民对农村承包地的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一些学者对不同地区农民的退出意愿进行了调查。比如，白积洋对

广东湛江782个农民调查发现，如果补偿合适，36.9%的受访农民愿意退出农村承包地［5］。胡继亮、刘心仪对湖北三个县362户农

户调查发现，24.3%的受访者愿意退出农村承包地，但是如果明确是将农村承包地有偿退给村集体，则愿意退出农村承包地的农

民比例增加至56.1%［6］。刘同山对冀、鲁、豫三省620户农户调查发现，分别有20.7%和66.5%的受访者愿意以“直接出售”或“换

工资性收入”的方式退出承包地［7］。 

王常伟、顾海英对沪、浙、苏三省1208户农户调查发现，34.85%的受访者有承包地退出意愿［8］。可见，尽管比例有所不同，

各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从影响因素看，农村承包地退出是农民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引发的，因此

影响农民对农村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主要来自农村和城镇两个方面。就现有文献而言，农村方面影响退出意愿的因素主要包

括家庭抚养比［5］、承包地质量及产权认知［9］、农业机械化使用［7］等；城镇方面影响退出意愿的因素则包括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或

脱离农业的程度［7，10］、城镇住房状况［8］、非农就业稳定性［10］等。总的来看，农民的市民化能力越强、农业收入比重越小，有

偿退出农村承包地的意愿越强。 

三是考察农村承包地退出的典型案例。自2014年11月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在重庆梁平等3县（市、区）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有偿退出试点以来，已经过去近4年的时间。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关于农村承包地退出的典型案例分析及具体实现机制的

研究也日益增多。刘同山等分析了宁夏平罗为了“插花安置”生态移民而开展的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屋的政府“收储式”

退出模式，发现根据地块的区域和质量差异，确定不同的收储补偿价格具有可行性［11］。 

张云华等和刘同山研究了重庆梁平农村承包地退出的个案，发现基于供需双方需求、打破集体经济组织边界的农村承包地

“进退联动”模式，有效消除了资源要素回流农业农村的各种障碍，不仅增加了相关农户和村集体的收入，还推动了当地现代

农业的发展，因此可在更大范围内推广［12-13］。高强、宋洪远考察了浙江宁波农村承包地“股份化”退出模式，其做法是农民将

承包地入股到合作社后，符合一定条件的成员，可以将股份有偿退还给合作社或通过股权转让退出［14］。实践表明，农村承包地

退出的方式既有政府主导产生，也有市场自发形成，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总之，农村承包地退出的重要性、必要性毋庸置疑，且可行性也不断得到验证，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试点承包地退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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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也日益深入。但是现有研究对城市郊区农民对农村承包地的退出意愿关注较少，而且关于农村承包地退出方式多为案例

分析，对农民愿意以何种方式退出承包地的大样本计量分析很少，对农民不愿退出承包地的具体愿意研究不够。考虑到近年我

国城市蔓延和扩张速度较快，城郊农民比传统农村的农民更早地面临农民身份转变和农村承包地退出问题，而且以上海为核心

的长三角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范，对上海城郊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深入研究有重要价值。 

二、变量、数据与方法 

虽然上海是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但上海郊区仍然有不小比例的农民拥有农村承包地。随着城市的蔓延和扩张，很多

上海郊区的农民最终将会退出农村承包地、转变农民身份。为了考察上海郊区农民是否愿意放弃农村承包地、愿意以什么方式

放弃农村承包地，本研究按照提出问题、描述分析和计量分析的思路，通过问卷调查对上海郊区农民的农村承包地问题展开研

究。 

（一）变量设计 

为了研究农民的农村承包地退出意愿，首先采用情景模拟的方法，询问受访农民“如果能获得相应补偿，你是否愿意退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面对这种二元选择，农民会给出“愿意”与“不愿意”两种答案。其次是分别追问回答“愿意”与“不愿

意”退地的两类受访农民，愿意以什么方式退地和为什么不愿意退地。因此，对于农村承包地有偿退出问题，本文关注的被解

释变量有三个：是否愿意退出、愿意以何种方式退出和为什么不愿意退出。 

考虑到可以将农村承包地退出视作农民从乡村向城镇迁移的一部分，根据农户迁移理论，可以把影响农民退出意愿及方式

选择的因素归结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反映城镇和乡村推拉力的各种经济社会联系。在具体确定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

意或不愿意的解释变量时，借鉴现有文献，选择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情况来反映受访农民的个人特征；以家中务农

的人数、人均承包地面积、家庭年总收入反映其家庭特征；用家里是否在城镇购房、家里是否有小汽车、承包地细碎化程度、

承包地流转情况反映其家庭的城乡经济社会联系。 

需要说明，在当前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下，承包地流转与承包地退出显然不同：前

者是在保留土地承包权基础上对土地经营权的让渡，是暂时的和可逆的；承包地退出则是指农民彻底放弃土地承包权，基本是

不可逆的。理论上看，作为农民离农的一种体现，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可能会影响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及方式选择，可以将

其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各变量指标及其测量标准见表1。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农村承包地有偿退出已经成为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在城

市蔓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显得尤为紧迫。2017 年 1—3 月，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对上海郊区的松江、奉贤、金山、

崇明 4区 11 个镇 106 个村的农民进行了农村承包地有偿退出专项调查。本次调查除采集样本的个人特征外，还重点询问了受访

农民的家庭年总收入、家中务农的人数、人均承包地面积等家庭特征，以及所在家庭的城乡经济社会联系情况，最终得到 1255

份有效问卷。 

表 1 变量、指标及其测量标准 

变量及指标 代码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 Y 愿意=1;不愿意=0 0.653 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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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以何种方式退出承包地 Ya 

每亩 5万元左右的一次性补偿=1;权证上的人都取得类似镇 

保的保障水平=2;每亩 2万元一次性补偿+权证上的人都解决 

就业=3;其他=4 

1.948 0.788 

为什么不愿意退出承包地 Yb 
补偿力度不够=1;无关补偿，想把地留给后代=2;不了解政策， 

吃不准=3;想从事农业，有稳定感=4 
1.963 1.027 

解释变量 

性别 Xl 男=1;女=2 1.374 0.484 

年龄 x2 35 岁以下=1;35-45 岁=2;45-60 岁=3;60 岁以上=4 2.871 0.925 

文化程度 X3 初中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及以上=4 2.241 0.987 

职业（离农）情况 X4 在家务农=1;半工半农=2;非农就业=3 1.967 0.817 

家中务农人数 X5 受访者报告的人数 1.584 0.975 

人均承包地面积 X6 承包地面积除以承包证上的人数 1.189 0.728 

家庭年总收入 X7 2 万元以下=1;24 万元=2;4-6 万元=3;6 万元以上=4 2.901 1.016 

家里是否在城镇购房 X8 是=1;否=0 1.475 0.500 

家里是否有小汽车 X9 是=1;否=0 1.465 0.499 

承包地细碎化程度 X10 承包地面积除以地块数 0.865 0.430 

承包地流转情况 X11 没有流转=1;部分流转=2;全部流转=3 2.755 0.505 

 

如表 2所示对调查获得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在 1255 个样本中，回答“愿意”和“不愿意”的分别为 820 个和 435 个。也

就是说，上海郊区有 2/3 左右的农民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从退出的补偿方式来看，在“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的 820 个农民

中，超过半数（53.78%）选择了“权证上的人都取得类似镇保的保障水平”；有 28.41%的选择获得“每亩 5 万元左右的一次性

补偿”；有 12.44%的选择了“每亩 2万元一次性补偿+权证上的人都解决就业”；只有 5.37%的认为上述三种方式都不满意，选

择了“其他”。 

可见，就农村承包地退出的补偿方式而言，与一次性的现金补偿相比，用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受到大部分样本农民的欢迎。

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较低，对不少农民而言，农村承包地仍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这也意味着，

如果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会减少他们的土地依赖，进而使其更愿意退出承包地。一些农民不愿意退出农村承包地，是因为他们

觉得“补偿力度不够”——在 435 个不愿意退出承包地的农民中，有 208 个（占比 47.82%）因这一原因不愿退出承包地，分别

只有 6.67%和 14.71%的农民是想继续从事农业或把承包地留给后代而不愿退出。 

表 2 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及选择偏好 

统计指标 分类指标 频数（人） 比例（％） 

是否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 
愿意 820 65.34 

不愿意 435 34.66 

愿以何种方式退出承包地 

（回答“愿意”的农民） 

每亩 5万元左右的一次性补偿 233 28.41 

权证上的人都取得类似镇保的保障水平 441 53.78 

每亩 2万元一次性补偿+权证上的人都解决就业 102 12.44 

其他 44 5.37 

为什么不愿意退出承包地 

（回答“不愿意”的农民） 

补偿力度不够 208 47.82 

无关补偿，想把地留给后代 64 14.71 



 

 5 

不了解政策，吃不准 134 30.80 

想从事农业，有稳定感 29 6.67 

 

（三）估计方法：MLogit模型 

统计性描述在整体层面上给出了农民对农村承包地的退出意愿、补偿方式选择与不愿退地的原因。为了解哪些因素影响农

民对农村承包地的退出意愿、补偿方式选择，以及哪些因素阻碍农民退出农村承包地，需对不同组的样本数据进行分别计量分

析。 

农民对农村承包地的退出意愿是一个二元选择，最终可以归纳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种答案，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t模

型估计。不过，由于“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的农民会面临多种补偿方式，“不愿意”退地的农民也有多种原因，需要采

用MLogit（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820个“愿意”和435个“不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的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当被解释变量

的数据为二元时，MLogit退化为二元Logit，两者的估计结果一致，因此三个方程都可以采用MLogit模型估计。 

农民 i选择某种补偿方式或给出某种不退地原因 j的概率可以表达为： 

 

显然，选择各种补偿方式或给出各种不退地原因的概率之和为1，即Σk=1JP(yi=j)=1。等式（1）是二元选择Logit模型向

多元选择模型的自然推广。需要注意的是，无法同时识别所有的系数βk，k=1，…，J。为此，通常将选择的某种补偿方式或不

退地的某种原因j作为参照组，然后令其相应系数βj=0，就可以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进行估计［15］。 

四、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简单的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统计只是粗略地反映出农民对明村承包地的退出意愿及其补偿方式偏好，却不能对不同类型农民

的差异化政策需求做出解释，也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农民会愿意而其他农民则不愿意退出承包地。进一步研究农民的承包地退

出意愿进而支撑更具针对性的政策，需要利用MLogit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一）模型适用性检验 

为保证计量结果的有效性，在利用 M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前，应当检验各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借助计量分析软

件 Stata12.0 的 pwcorr 命令对全部 11 个解释变量检验发现，受访农民的年龄与其文化程度、职业（离农）情况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 0.63、0.57，家里是否在城镇购房与家里是否有小汽车的相关系数为 0.48，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个别变量间的相

关性较强，而且各解释变量间的条件数为 43.52，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 

删除年龄（x2）、家里是否有小汽车（x9）后，各解释变量的两两相关系数小于都在0.40以下（除文化程度与职业状况的

相关系数为0.56外），变量间的相关性明显减弱，而且条件数减少至31.47，比较接近条件数小于30这一理想情况。因此，可以

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本文接下来利用删除年龄、家里是否有小汽车后的9个变量对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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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包地退出意愿及选择偏好 

使用Stata12.0软件，分别将解释变量对“是否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意愿方程）、“愿意以何种方式退出承包地”（退

地方程）和“为什么不愿意退出承包地”（留地方程）进行回归，得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MLogit模型估计结果 

 
意愿方程 

退地方程 留地方程 

选项 2 选项 3 选项 4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性别(X1) 
-0.270** 

(0.131) 

0.201 

(0.194) 

-0.827** 

(0.405) 

1.119*** 

(0.363) 

-0.043 

(0.420) 

0.326 

(0.473) 

0.313 

(0.438) 

文化程度(X3) 
-0.19** 

(0.084) 

0.020 

(0.128) 

0.729*** 

(0.210) 

0.359* 

(0.206) 

-0.203 

(0.299) 

-0.359 

(0.324) 

-0.600* 

(0.319) 

职业(离农)情况(X4) 
0.41*** 

(0.103) 

0.092 

(0.151) 

-0.442* 

(0.242) 

-0.248 

(0.264) 

0.621* 

(0.373) 

0.859** 

(0.417) 

0.568 

(0.396) 

家中务农人数(X5) 
0.014 

(0.067) 

0.157* 

(0.094) 

-0.001 

(0.169) 

0.51*** 

(0.128) 

0.420* 

(0.215) 

0.326 

(0.259) 

0.342 

(0.230) 

人均承包地面积(X6) 
-0.240** 

(0.095) 

-0.473*** 

(0.162) 

0.384** 

(0.172) 

-0.348 

(0.340) 

-0.320** 

(0.136) 

-0.179 

(0.172) 

-0.398** 

(0.168) 

家庭年总收入(X7) 
-0.125* 

(0.073) 

-0.098 

(0.106) 

-0.027 

(0.170) 

0.862*** 

(0.306) 

0.204 

(0.228) 

0.464* 

(0.276) 

0.703*** 

(0.239) 

家中是否城镇购房(X8) 
-0.222 

(0.139) 

-0.285 

(0.204) 

0.453 

(0.332) 

-0.256 

(0.360) 

-0.122 

(0.552) 

-0.347 

(0.591) 

-0.035 

(0.565) 

承包地细碎化程度(X10) 
0.428*** 

(0.166) 

-0.308 

(0.222) 

0.899*** 

(0.280) 

0.825*** 

(0.322) 

-0.723 

(0.541) 

-0.366 

(0.623) 

-0.368 

(0.556) 

承包地流转情况(X11) 
-0.058 

(0.127) 

-0.008 

(0.191) 

-0.766*** 

(0.243) 

0.163 

(0.360) 

0.039 

(0.397) 

-0.168 

(0.456) 

0.080 

(0.425) 

常数项 
1.247** 

(0.622) 

1.635* 

(0.957) 

-0.817 

(1.359) 

-7.633*** 

(1.869) 

1.289 

(1.816) 

-0.746 

(2.046) 

-0.496 

(1.999) 

Log pseudolikelihood -723.839 -666.905 -480.749 

Wald chi2 41.44*** 108.41*** 56.60*** 

Pseudo R2 0.030 0.092 0.048 

样本数 1123 695 428 

 

注：括弧内为参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退地方程和留地方程的参照组分别为

“每亩5万元左右的一次性补偿=1”与“想从事农业，有稳定感=4”。因有一些农民漏选个别问题，故进入估计方程的样本数略

少于表2中的各样本数 

（三）计量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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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表明，大部分选定的解释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农民对农村承包地退出意愿。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农村承

包地退出意愿更低。非农务工的机会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大龄女性而言）和农业生产日益“女性化”，可能加剧了女性的承包

地依赖，导致她们更“惜地”。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其承包地退出意愿更弱。这可能是文化程度高的农民更了解当前渐进性、

赋权式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因而更珍视承包地。与王丽双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职业脱离农业的程度越高，农民的承包地退

出意愿越强［16］。 

考虑职业情况反映了农民的土地依赖程度，上述结论不难理解。人均承包地面积越大，农民的退出意愿越弱。对此，一个

合理的解释是，人均承包地面积取决于二轮承包时单位耕地上供养的农业人口状况，反映了当地农民的生存压力，压力越小，

农民的退出意愿就越弱。家庭年总收入越高，农民的退出意愿越弱。这是因为农村承包地退出补偿对富裕农民家庭的价值和效

用较低，因而退地意愿更弱。承包地越细碎，农民的退出意愿越强。承包地细碎化造成农业生产不便，增加了从事农业的难度，

无疑是农民承包地退出的一种推力。 

此外，家中是否在城镇购房对农民的退地意愿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得较好，郊区农村基本已经融

入城市，而且每户都有住房，是否在城镇购房区别不大。同时，与一些学者发现的承包地流转会提高农民的退地意愿不同，承

包地流转参与对样本农民退地决策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样本地区的农村承包地流转的比例较高——农村承包地全部流

转、部分流转的比例分别为79.04%和17.45%，农民市场化处理农村承包地的意识更强，而且农村承包地流转市场稳定且租金较

高，已经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导致农民不愿退出。 

在退出补偿方式选择上，退地方程对820个愿意退地的样本数据估计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每亩5万元左右的一

次性补偿”就愿意退出承包地的农民（占比28.41%）相比：家中务农人数较多、人均承包地面积较少的农民，更愿意以“权证

上的人都取得类似镇保的保障水平”的补偿方式退出承包地；女性、职业离农程度高和承包地流转深度参与的受访者，更抵触

“每亩2万元一次性补偿+权证上的人都解决就业”的补偿方式，但文化程度高、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大和承包地细碎化严重的

农民，更乐于接受这一方式；文化程度较高、家中务农人数较多、家庭总收入较高、家庭承包地细碎化严重的女性农民，可能

会选择“其他”补偿方式。由此可知，个人特征及家庭情况的不同，决定了农民具有差异化的承包地退出补偿选择。 

什么阻碍了农民退出农村承包地？留地方程对435个不愿意退地的样本农民数据估计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想

从事农业，有稳定感”而不愿意退出承包地的农民（占比6.67%）相比：个人职业离农程度越强、家中务农人数越多、人均承包

地面积越少的农民，越容易因“补偿力度不够”而不愿意退出承包地；个人职业（离农）程度越强、家庭年总收入越高的农民，

越是想把承包地留给后代而不愿退出——这意味着，随着农民非农就业的深化及其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他们会越来越不在意合

理范围内的退地补偿而想长期保有承包地，导致退地政策难以推行；而文化程度高、人均承包地面积多、家庭年总收入越高的

农民，更容易因“不了解政策，吃不准”而不愿有偿退出承包地。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上海郊区11个镇106个村1255个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MLogit模型计量分析，考察了农民的承包地有偿

退出意愿、退地的补偿选择和留地的具体原因。研究发现：65.34%的样本农民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职业（离农）程度高、文

化程度低的男性农民，更愿意退出承包地，家庭收入高、人均承包地面积大且细碎化不严重的农民的退地意愿更弱；与每亩地

获得5万元左右的一次性补偿相比，家中务农人数多、人均承包地面积少的农民，更愿意以“权证上的人都取得类似镇保的保障

水平”的补偿方式退出承包地，职业（离农）程度高、承包地出租多的女性农民，更抵触“适当补偿+解决就业”的退地补偿方

式，但文化程度高、人均承包地面积大但承包地细碎化严重的农民，更乐于接受这一方式；只有6.67%的样本农民因“想从事农

业，有稳定感”而不愿有偿退出承包地。与之相比，职业（离农）程度高、家中务农人数多、人均承包地面积少的农民，会由

于“补偿力度不够”而不愿退地；家庭收入高的农民，更愿意“把承包地留给后代”或者因“吃不准政策走向”而不愿退出承

包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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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区是城镇化和农业转型发展的先行地区，上述研究结论有以下四点政策启示：一是城镇化进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农

民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地，需尽快为部分农民进城退地提供制度通道。城镇化会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降低其土地依赖从而提高

其退地意愿。不过，一旦家庭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农民对退出补偿的敏感性会降低，让其退出承包地的补偿将会变大。二是应

当根据不同类型农民的差异化偏好，提供多样化的承包地退出补偿方案。为退地农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比如借鉴法

国、日本曾经实行的农民退休制度，或者直接给予货币补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方式。三是可以通过集体成员之间的“互换并

块”“自愿转让”等方式，改善承包地细碎化、不连片的问题，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承包地细碎化和人均承包地面积小，既会

提高农民退地意愿，又会增加经营主体连片规模经营的难度和农业生产的成本。四是要在引导一部分农民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

的同时，支持一部分有现代农业经营能力和愿意的农民承接更多土地，使其能够获得更多农业经营收益，最终发展成为新时代

的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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